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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联手的丰硕成果
（序一）

在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日益勃兴的今天，国家实力的增

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无一不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科

技竞争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科技竞争关键在人才。它

不仅需要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具备基本

科学素质的广大公民作为基础和支撑。在这种大趋势下，重视和强调创新，

呼唤和凸显创新人才的价值，关注和着力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就成为政府、

科技界和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重要任务。２００３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中国科协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单位正式启动了 《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的制定工作。“科技教育、传

播与普及”、“创新人才”、“全民科学素质”这三个有着密切联系的关键词，

勾勒出这部 《纲要》的中心内容。

作为一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性社会工程，《纲要》以尽快在整体上

大幅度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打下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为目标，强调了提高未成年人

科学素质在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突出了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

的迫切性，特别提出 “建立科技界和教育界合作推动科学教育发展的有效

机制，动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专家参与中小学科学课程教材建设、

教学方法改革和科学教师培训”，强调通过建立 “科教合作”的有效机制，

从制度上为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及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实施提供保障。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科学素质的养成是一个滴水穿石、

涵养化育的长期任务。它既非三年五载可以完成，又需要从小抓起，从未

成年人开始。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未成年人主要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在学

校，负有教书育人职责的教师自然就成为决定未成年人科学素质的关键因

素。对于广大教师来说，按照 《纲要》的要求，从以往单纯围绕着教材、

教参和习题的释疑解惑转向帮助学生 “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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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

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和有相当难度的

自我跨越。科学教师急需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那些创造并掌握了大量的

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教育的本质，以科学方法的应用为职业习惯，其工作

本身就崇尚、分享和体现着科学精神的科技专家，无疑是科学教师天然的、

最好的合作伙伴。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长期以来以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提高

青少年科学素质为己任，在链接青少年科技创新学习活动和社会丰富资源

的平台上，一直是一个输送传递有效资源的二传手。在以往３０年的时间

里，中国科协与教育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开展了 “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大手拉小手青少年科技传播行

动”等一系列品牌活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全社会对创新人才的呼唤，这

样的品牌活动如何从单纯的选拔拓展到从培养到选拔的全程跟进，这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恰逢 《纲要》的起草把 “科教合作”作为非常重

要的举措提出，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结合多年的实际工作，在进行了

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试图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方面有一些新的突

破。２００２年７月，开始设计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２００３年１月项目正式启动。

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凝聚了项目组人员的心血。它的构架

是立体的、多方位的、可持续的，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从首席专家的聘

任到实验学校的选定，从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团队的

组成到项目的阶段性规划，每推进一步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期间，项目组

完成了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服务平台”（ｗｗｗ．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ｏｒｇ）的建设，

并在服务平台上专门开辟了为项目服务的 “创新研究院”（ｗｗｗ．ｘｉａｏｘｉａｏ

ｔｏｎｇ．ｎｅｔ）。项目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到理论的螺旋式发展，服

务平台进行了全程跟进服务。

把科技专家引进培训高中科学教师的课堂，看似简单，实非易事。科

技专家需要实现从研究人员向培训师角色的转变，科学教师则要经历由一

般意义上的教师到做好带领学生实践科技创新的导师的转变。这是两个比

较大的转变，仅凭这两个群体自己的力量显然较难完成。作为二传手的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协调各方力量，发挥各方的优势，建立起科技专家



３　　　　

和科学教师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科教合作”从单纯的科学家和科学教师两

者之间的合作扩大为科学界和教育界多个相关部门和力量的整合，变成了

一个全新的运作系统建构和运作机制的探索。所谓 “科教合作”，关键在

“合作”，即哪些合作方、多大合作面、什么合作内容和怎样合作等。“中国

科协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用五年的成功实践表明，科技界可以

寻找更多与教育界合作的内容，在中小学科技教育改革、青少年科技人才

的培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正是这个项目的意义和

价值所在。

一个项目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一支好的团队。“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项目”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河

北大学网络中心、中科之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合作完成。项目

组由务实能干、富有培训经验、充满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华东师大教育学系

霍益萍教授担任执行组长 （首席专家），来自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几十位同志

参与。五年中，项目组的同志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在各实验学校的大力

支持下，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目标和任务。通过

项目的实施，不仅形成了一个胜任高中教师培训的科技专家和学科教学专

家团队，推动了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

一些新的突破。呈现给读者的这两套丛书就是项目组成员对相关领域内容

思考、探索和研究的结果。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实验丛书》由 《科教合作

———高中科学教师培训新探索》、《在项目研究中和学生一起成长———十位教

师及其学生的成长日记》两书组成。前者对项目实施情况及成效进行了总

结和分析，后者展示了十位教师及其学生成长的心路历程。丛书从整体和

个案两个方面将项目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展开了讨论和研究，用具体而实

在的事例诠释了 “科教合作”的意义和作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

《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研究丛书》由 《中国近代民众科普史》、《中

国近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史》、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研究》和 《科学家与

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以中国科学社为例》四本书组成。这是结合

项目的实施，从历史角度所做的全新的挖掘和研究。它为从事科普事业的

同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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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两套丛书的作者，不仅有专家教授，有参与过

培训的科学教师，还有因跟随霍益萍教授到培训现场实习而愿意从事科普

和科学教育研究的研究生。这是项目的额外收获，由此组织起来的队伍无

疑将进一步壮大 “科教合作”、培育科技创新人才的阵容。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作为 《纲要》起草阶段的试

点项目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借此机会，向所有参加项目工作的单位、专

家和同志，向各实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在建设国家的进

程中，全面落实 《纲要》精神和完成 “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的各项任

务，仍是我们未来相当长时间的艰巨任务。我深信，“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提供的经验和打下的基础，将有助于我们充满信心地

走向未来！

牛灵江

２００７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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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教育：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双子星座
（序二）

教育和科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基本力量。尤其是进入以知识经济为
时代特征的２１世纪，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创新
程度和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换言之，一个国家的腾飞无一例外的需要插上
科学和教育的翅膀。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提出的，因此，
科学与教育犹如难以分离的双子星座，牵引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如此，这一双子座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并非预示着完美的婚姻，常
常呈现出对峙的状态，使其投射的光芒忽明忽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曾取得辉煌的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科技在官方的正统学校
教育中始终难占有一席之地。传统中国推崇教育，基本国策就是教育立国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有学），然而学校教育的内涵则主要
包含伦理 （修身）和政治 （安国）两方面。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治理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者向

来 “重义轻利”，推崇 “天人合一”，在其认识中不存在一个与主体无关的客
观的自然界，这样人们的认识对象自然而然地就指向了作为主体的 “人”自
身。儒家学者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是自我反思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强
调正心、诚意，由此达于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荀子说： “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主张要 “敬其在己者”而不要 “谋其在天者”，明确反对舍
弃具体的人事去思考抽象的形上之道。凡此等等，表现出对人文精神和实用
理性的浓厚兴趣。在认识客观对象时，儒家要求一切以对人实用为标准，难
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科学理论和技术被斥为 “屠龙之术”。这种倾向体现在教
育活动中则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也就是 “务实”精神，其所务之
“实”却只有 “治国平天下”而已。
因此即使到了１８～１９世纪，当西方国家以科学技术为先导开始其工业化

进程的时候，古老而骄傲的中华民族还自我封闭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
中。１９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开始将中国人震醒。此时知识界的
少数精英才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主要差距不仅仅在
于后者拥有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中国缺少那些隐藏在先进军事武器背后的
近代科学与技术。于是１７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所带来的 “远西奇器”和天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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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才被国人以近代的眼光加以理解，并与国运兴衰的思考结合起来，
逐步汇聚成引进西学的呐喊，发展为联袂出国学习先进科技的留学潮，孕育
了席卷全国的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和构建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这
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被接纳、解
读、传播和落户的历史。
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在 “教育救国”、 “科学救国”等社会

思潮的影响下，科学与教育 （包括学校和社会两方面）逐渐结合起来。中国
社会现代化的主题之一即为科学与教育的联姻。在此过程中，科学借助学校
教育和社会教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法；而教育借助科学，使知识传授的内容、形式和方法
得到更新。
历史上，不同的科学观或教育观曾经对科学教育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对

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为什么教、谁来教、教什么、在何处教、如何
教、教的结果为何、有何保障措施等问题。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可视为
走出传统的科学与教育分离的歧途，使科技与教育这两股力量整合为一的过
程。在这一整合的过程中，科学教育的价值、主体、场所、内容、对象、方
式、制度等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一、科学教育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本土学术中，自然科学并未占有重要地位，科学技术发明总
是被视为 “形而下”的末流，乃至被贬为 “奇技淫巧”而难登大雅之堂。中
国古代也没有鼓励科学发展的制度和环境；尽收天下英才的知识分子选拔机
制———科举制度也主要以 “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知识或诗赋写作才能为主
要标准，不涉及自然科学的内容。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传来的西
方文化事实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很快就由于教皇的错误决策
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停滞。所以，自明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在西方兴
起的近代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直至清末，官员和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科学的
认识才体现出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渐进过程。对近代科学
的认识由 “技”上升到 “学”的层面，一方面有利于打破中国士绅和各阶层
人心中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另一方面有助于纠正国人心中对科学长期存在的
误解，提升了科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转变对科学这种 “泰西之学”的态
度，有利于科学的进一步传播、启蒙。这个过程中，国人逐渐了解西学格致
的真实面目，对科学的理解从肤浅外显的 “器技”发展到 “格致之学”；国人
对来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态度也逐渐从轻视、拒斥转向接受和学习。虽然
在 “夷夏之防”下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阻碍重重，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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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还是得到了较大发展，
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前辈思想家认识的基础上，对近代科学的理解已

大大加深，开始超越格致之学外在表现的作用，进而把握其内含的深层 “命
脉”，即严复所言：扼要而谈，不外 “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
为公”而已。格致之学的命脉是 “黜伪而崇真”，即 “真”的原则。作为命
脉，这个原则已不仅仅与那些 “形而下之粗迹”相联系，同时具有某种普遍
的价值观意义。这种趋向普遍价值观意义的格致之学已不仅被视为器技之源，
而且可以决定社会的安危，“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
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 （严复）。清末引入的科学进化论，在被严复
等人形而上化为贯穿天人、宰制万物的普遍之道的同时，赋予了它以自然哲
学和政治哲学的双重含义。
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在反思失败的原因时，再次把教育强国作为一项

重要政策提出。在维新变法各项政策中，教育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戊
戌变法在形式上失败了，但是不久，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压力而推行 “新
政”，其在教育方面的举措实际上延续了戊戌维新时所提出的思想和做法。这
一时期，通过维新变法和清末 “新政”在制度上的改革，如废科举以广学校、
颁布新学制等，初步构建了促进科学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已经接受和了解
近代科学的新式知识分子所输入的知识和思想也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教育在学

校中的发展；教育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引入和引用，也
为教育科学化的兴起种下根苗。
晚清时期伴随西方舰炮而入的近代科学文化相对于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传统文化而言，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自甲午战争以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
播过程中，中西文化彼此的浸渗与排斥、抵牾与融合一直没有停歇。对中国
科学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普及的进程来说，近代科学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十
分艰难。
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科学及科学教育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科

学具有双重价值———既有外在的实用价值，又有内在的精神价值，科学教育
于国家，可以救亡图存，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于个人，则可以改善生活，
使个人获得幸福。科学教育于社会，可以转换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社会思
想观念；于个人，可以发达人的精神，促进个体精神的发展。
对科学精神的内涵，科学教育家作了深入探讨。任鸿隽一言以蔽之：科

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矣。在任鸿隽看来，科学精神主要就是求真精神，除
此以外，他认为最显著的科学精神至少还有五大特征：①崇实。即 “凡立一
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像，而不以称诵陈言，凭虚构造为能。”②贵确。即
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相，“尽其详细底蕴，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自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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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③察微。所谓 “微”，有两个意思：一是微小的事物，常人所不注意的；
一是微渺的地方，常人所忽略的。科学家于此，都要明辨密察，不肯以轻心
掉过。④慎断。即不轻于下论断，“科学家的态度，是事实不完备，决不轻下
断语；迅率得到结论，无论他是如何妥协可爱，决不轻易信奉。”⑤存疑。
“慎断的消极方面———或者可以说积极方面———就是存疑。慎断是把最后的判
断暂时留着，以待证据的充足，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
不去曲为解说，或妄费研究。”这五种科学精神 “虽不是科学家所独有的，但
缺少这五种精神，决不能成科学家。”①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特别是科学精神的传播，使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在
中国得到确立。新的世界观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视科学为制造器用的技术
或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哲学的片面认识。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们的世界观与
人生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近代科学家的集体亮相，促进了科学家自身社会

角色意识的群体觉醒。在当时社会的大舞台上，自然科学家们与陈独秀、李
大钊等人文、政治学者一道发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将 “赛先生”
作为与 “德先生”并提的救国良方请进中国。相对于人文学者较多地集中于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科学家们则更侧重于对科学真谛的
阐述。我国第一代科学家是在纯粹欧美模式的科学教育体制中完成他们的科
学家角色化过程的。多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们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和
西方理性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近代科学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和真切的了解，
因而也比其他人更能洞见科学的本质。围绕着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这个主
题，他们著书立说、唱和阐发，系统地回答了科学的本质，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关系以及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等
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

史进程。“民主”是一个与 “专制”相对立的概念，中国社会政治传统的本质
是专制，而儒家礼教 （特别是经汉儒董仲舒改造后的礼教）的特点是 “纲常
名教”，是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绝对权威。在这种政治传统和礼教下，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不允许有独立的认识和见解，不允许
对权威有丝毫的怀疑，对事对物只讲 “服从”和 “接受”，而这一切都恰好与
科学精神——— “探究”与 “怀疑”背道而驰。新文化运动呼唤民主，折射到
科学教育中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都要有独立平等的人格，教师和学生都可以

① 任鸿隽．科学智识与科学精神．见：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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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家、对权威提出质疑，教师应该允许学生通过实验、探究获得真知。如
果说专制时代的礼教是禁锢思想的 “牢笼”的话，新文化运动提倡 “民主”
的功绩正在于打破这个无形的 “牢笼”，解放师生的思想，让师生不再被权威
束缚手脚，敢于 “探究”、敢于 “怀疑”，而这恰与科学教育的精神相契合。
科学教育家强调的科学教育，包括科学知识的获得、科学方法的掌握、

科学精神的养成三部分，其中科学方法的掌握重于科学知识的获得，而其目
的又是为了养成科学精神。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中对 “科学”的呐喊，究其实
质是对科学教育内涵的深化，这一深化正触及了科学教育的实质。
新文化运动呼唤的 “民主”与 “科学”解放了科学教育工作者的思想，

深化了他们对科学教育内涵的认识，促使他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对科学教育
方法的研究和改良，对科学教育中动手和实验的作用———养成探究习惯、培
养科学精神的高度重视。中国人接触、认识、了解、传播近代科学的过程，
既是一个由 “技”向 “道”转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强化并彰显科学教育价值
的过程。从作为近代文化内容的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来看，正体现了这样
的特征和发展轨迹。

二、科学教育的主体

在和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 “西书”的过程中，涌现出徐寿、徐建寅、华
蘅芳、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若干自学成材的科学先驱；在清政府派遣
的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中，成长起日后活跃在工程、电信、制造诸领域的詹
天佑、周万鹏、朱宝奎、蔡绍基、郑廷襄、魏翰、郑清廉、林怡游、罗臻禄、
林庆升等一群科技新秀；１８９６年开始的 “留日”大潮则哺育了一批更为年轻
懂得 “西艺”的学生。这三个层次的新人才构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家的早期群
体，也初步构成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及传播事业的主体力量。
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样，中国科学家从一开始出现，就承担着科学世

界的探索者，高校科学教育的主事者和科学普及传播潮中的领航者角色，可
以说集研究、教学、服务三者于一身。不同的是，中国科学家在担纲上述三
种角色时，始终让人感到充溢在其内心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矢志不渝的科学
救国理想。这是中国近代科学家 （包括科学教育家）特有的群体特征。这个
特征的形成，既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也
与内忧外患、国破家穷等民族危机的刺激有关，还得益于他们对科学技术对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的认识。因此，近代科学家群体从它形成的那天
起，在关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特别关注科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科学与民
族素质提高的关系。他们把向国人传播科学和进行科学文化启蒙视为自己的
责任，自觉地用自己的学术专长报效祖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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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创新者，也是传播者或接受者。科学教
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人的因素。所谓 “思想”，即： “客观存在反
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点。”（《汉语大词典》）
可见，科学和科学教育的主张必须被人接受，并经过人的大脑思维活动，内
化成为自身的观点才可称其为这个 （种）人的思想。当持有某种共同思想的
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社会规模时，这种思想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
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数量人的社会政治愿望的思想潮流。
清末科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持有和主张科学教育思想的人的数量增加

是密不可分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倡导、接受和传播近代科学的新知识分
子群体在人数和力量上十分有限。在清末科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新旧知识分
子的人数比例在不断变化之中，前者不断增加，后者逐渐减少。尤其在科举
制度被废除以后，新式学校教育得到空前发展，传统旧学教育不断萎缩，两
个群体在力量对比上出现了根本的转化。到１９０９年，光是新式学堂在校学生
的数量就已经达到１６３９６４１人①。这种人员力量的对比转化，为形成科学教育
的主体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也就是说，在近代以前中

国没有正式的科学教育，也没有科学教师，儒士和 “八股取士”制度下的文
人都不能担当起科学学科教师的重任。普通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正式诞生以前，
中国的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虽然培养了一批略通西学的新式知识分子，但只
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当时社会对科学教师的庞大需求。当时举办新式教育
的人物几乎都持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欲多设学堂，难处有二，一是 “经费
巨”，二是 “教员少”，而 “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② 所以从兴学之始，清
政府就比较关心科学各学科门类教师的引进和培养。所谓 “引进”，是指延聘
外籍教师。当时各级各类学校曾聘请过多国科学学科教习来我国任教，其中
尤以日本教习为多。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教育取法日本模式，一些新式教
育机构几乎都聘请过日本教习。直到２０世纪初，其时主办新式教育的政要们
大多认为 “教习尤以日本为最善”。因此日本教习来华者日益增多，以致高峰
期达到五六百人。从整体上看，来华的日籍教师所担任的课程，几乎是中国
学堂内全部的 “西学”内容。
日本教习在新式学堂中所占比例在１９０６年后逐年下降。日本教习在中国

新式学堂中所占比例下降的原因与他们自身素质和日本国的相关政策有关，
但中国各种师范学堂的迅速发展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留学学生特别是留日

①

②

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２７１
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教育世界第１０号，１９０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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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国投入新式教育事业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兴起
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它是中国近代开明知识分子谋求进步、振兴民族的重要体现，极
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近代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社会走向近代化所起
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如近代教育家舒新城所说：“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
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教育、外交为甚”。① 其中尤其是留学归
来的科技人才。他们归国后，对中国的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科
学文化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科技人才是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起
者和推进者，无论在科学思想还是在科学研究、科技进步、科学传播方面，

他们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舒新城在论及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说：
“留学生在近世中国文化上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大者为科学，次为文学，

次为哲学。”②

“五四”以后大批留学生回国，科学家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科技教师队
伍的主要来源和基本力量。如１９２１年时的东南大学共有２２２名教授，其中外
籍教授仅１６人，留学归来任教者为１２７人，占５７％多。③ 再如上海交通大学

１９１７年时有教员３７人，其中外籍教师１０人；１９２８年时学校有教员５４人，

其中无一名外国教习，留学生占２９人。④ 自此我国高校科技师资匮乏和教师
队伍结构不合理的历史难题终于得以解决。高等学校科学教育彻底结果了长
期以来不得不 “借材外域”和受外人操纵的局面。

同时，科学家承担着译介和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责。参与英国科学家汤姆
生 （ＪｏｈｎＡｒｔｈｕｒ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８６１～１９３３）著作的科普读物 《汉译科学大纲》

的２２位译者都是科学家。他们是：胡明复、秉志、竺可桢、任鸿隽、张巨
伯、胡先骕、钱崇澍、陈桢、过探先、陆志韦、胡刚复、唐钺、王琎、孙洪
芬、杨肇燫、熊正理、杨铨、徐韦曼、段育华、朱经农、俞凤宾、王岫庐。

其中，胡明复、胡先骕、钱崇澍、陆志韦、胡刚复、秉志、任鸿隽、王琎、

竺可桢、唐钺、杨铨均为中国科学社社员，大部分都曾留学欧美，在 “科学
救国”的感召下回国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工作。与初期科普读物作者以
传教士为主体不同，这一时期科普读物作者以科学家和教育家为主。中国出
现了第一代科普作家，他们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适合广大青少年和工农大众
阅读的科普读物。

①

②

③

④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本２１２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本２１２
东南大学史 （第一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７。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卷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４～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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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主体力量的不断增长，不仅表现在从事科学教育的人数增多，
还表现为科学家队伍的凝聚集结。从国内来说，１９１３年詹天佑任会长的中华
工程师会成立；１９１５年中华医学会成立；１９１７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而在国
外，１９１５年，一批富有爱国热忱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
“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８年后随着中国科学社搬迁国内和大批留学生陆续学成归
国，近代科学家队伍开始形成。①

近代科学家通过科学社团来集合科学家的群体力量，从而大大扩展了科
学教育的规模和影响力。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新专业、新学科的建
立和科学家人数的增加，各个专业领域科技团体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据何志
平等人编辑的 《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一书显示，民国时期 （不含革命根据地）
共有科学技术团体１１７个，其中１９２２～１９２９年成立的有２３个，１９３０～１９３９
年成立的有６４个。② 和西方学术团体主要承担 “指导、联络、奖励”的学术
评议功能不同，中国科技社团的设立宗旨一般为提倡科学研究、开展科学普
及和促进科学应用三方面，科普构成了近代科学社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各社团的科普活动一般通过这样一些途径和方式来进行：发行科技刊物；
编写科普读物；在报纸上编辑 “科学副刊”；举办科学讲演和科学展览；放映
科学电影；开展科学调查、考察等。
在我国近代科技期刊中，由科学团体创办的期刊也很多，如中国科学社、

中国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都创办了多种期刊，成为我
国近代科技期刊的主要创办群体。此外，政府机关也创办了一些科技期刊，
但这些期刊的数量相对较少。从时间上来看，１９１０年之前，我国的科技期刊
大多由出版社、译书局和学堂承办，甚至有些期刊是由个人创办和经营的。

１９１０年之后，科技期刊的创办者越来越专业化，专业性的学术团体成为科技
期刊的主要力量。从创办团体来看，由高校承办的期刊达１００余种，高校知
识分子和科研团体成为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主要创办者。我国科技期刊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之后逐渐增加，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便是我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在
不断扩充，相应的研究机构在不断增加。

三、科学教育的场所

近代科学教育的核心场所是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此外还包括科技馆、
图书馆、博物馆、民众教育馆等。学校在推进科学教育方面起着引领作用。
早期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包含了西学课程，天文、物理、动物学、植

①

②

路甬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２，（８）

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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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等自然科学等是大多数教会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同时，传教士还编译
了许多科学教科书，如狄考文的 《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傅
兰雅的 《三角数理》、《数理学》、《格致须知》等，１８７７年还成立了基督教学
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为教会学校编写教科书。可见，教会学校把科学科目列
为学校的正式课程，并采用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班级授课制组织教学，无疑
为中国人自己创办新式学校、开设科学课程并组织教学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
的对象。而传教士们为进行科学教育而编纂的科学教科书，则无疑为以后国
人编纂教科书提供了参照，甚至被不少学校直接采用作为教科书。
近代中国的高等学校则在科学教育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科学家任

职高校以后，给高校科学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由于
他们在国外就读名校、师出名门，所学专业分布面很广，接受的又是学科前
沿训练，绝大多数人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具备了很强的科研能力，因此
回国后他们在高校科学教育各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①开出大量新课、
创建新兴专业、增设新学科、推动学校系科建设，使高校科技类专业的课程
得以充实，学科体系趋于完善；②创建实验室、编写新教材、出版学术刊物，
将国外先进的理念、学说、观点、方法和实验手段引进高校；③设置研究机
构、培养研究生、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使得各高校科学研
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并引领着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近代中小学对科学教育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８７８～１９０２年近代学制颁布

前的这２４年是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普通中小
学科学教育的特点是非制度化、各自为政，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学制体
系来规范它的运行与发展。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科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
史上却也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得中国的科学教育跳出了专业技术教育的
窠臼而正式成为普通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１９０２年 《壬寅学制》颁布起到１９１５年新文化运动爆发止，中国近代

的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走过了制度化的发展历程。《癸卯学制》与 《壬子癸丑
学制》以及一系列学制修订章程的颁布与施行，使中国近代的普通中小学科
学教育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时称博
物）、地理 （时称舆地）、手工等课程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小学教学的主要内容。
科学家们虽然不在中小学任职，但他们对科学教育在中小学生思维、素质和
人格培养方面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科学家应该参与到中学科
学教育中去，为中学科学教师提供帮助。具体表现在：科学教育课程的开设、
内容的选择、实验的设计、教科书的编撰、教师的培养等方方面面。
从１９１５年新文化运动爆发起， “民主”与 “科学”开始成为引领教育变

革的两面旗帜。中国近代的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作为 “科学教育”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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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更是深受影响：科学家、教育家反思以往科学教育中存在的弊端
和不足，开始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学生在科学教育中的动手与参与上，开始
重视培养学生在科学教育中的主动精神；并提出了科学教育要关注 “科学精
神”的培养，将中国近代的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阶
段的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深受美国科学教育的影响，设
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等在当时来说较为先进的教学方法传入中国，孟禄、推
士等美国教育家来华考察科学教育。他们指出了中国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将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阶段
性的高潮。
科学家在中小学科学教育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其在高等学校有所不同。

他们服务于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有四种：一是领衔翻译和编写
中小学科学教材。当时国内几家著名的教材出版机构，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
书局等都聘请了很多科学家领衔编写中小学科学教科书；二是到中小学举行
科学讲演和实验表演；三是培训和帮助中小学科学教师；四是积极创办与中
学科学学科教学相关的刊物，组织编写各学科 “参考书目”和 “科学实验目
录及其所需之仪器与价目单”，介绍和研讨教学法等。
图书馆、博物馆、民众教育馆和科学馆都是近代出现的重要的公共文化

教育场馆，它的出现既促进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
果。其中科学馆更以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作为其常规工作，表现出更高的专
业性。近代除了这四类场馆外，讲演所、民众学校、展览室等也与科学教育
和科学传播事业有一定的关系。
近代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显然对推动科普教育 （科学教育）事业有积极

的影响。图书馆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它对科普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购置相
关书籍提供读者阅览。此外，近代图书馆也有办图片展览、巡回书库、邮寄
借书等尝试，尽管不是专门为科普而举办，但不失为图书馆推行科普的有效
方式。
博物院通过备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各类图书、器具以及矿质、动植

物标本等，与科普教育事业发生了紧密联系。如张謇的南通博物苑设有自然
和教育两部，展出各种动植物和矿石，带有科普的功能。在近代博物馆中有
不少博物馆特意设置 “科学部”、 “物理、化学、生物组”之类的部门，收藏
相应的图书、器具和标本加以陈列、展示和宣传。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出现的新兴事业，其前身可以追溯

到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馆。恰如其名称，民众教育馆是实施各种民众教
育的基础设施，是社会教育的机构之一。和博物馆一样，科普教育 （科学教
育）是其职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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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专门的科学馆，则有别于各地涌现的通俗教
育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内设立的科学馆、科学陈列室、
展览室等场馆。科学馆的出现最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直到１９４１年，教育
部开始注重民众科学教育的推行后，才通令各省市筹建。与博物馆、图书馆
和民众教育馆相比，科学馆的推行工作起步最晚，加之抗战结束继之解放战
争，科学馆事业发展缓慢，到１９４８年，全国省立科学馆仅有１５座。尽管如
此，科学馆的出现是追求科学大众化的结果，代表着科普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趋向，对今天的科学馆事业和科普事业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

四、科学教育的内容

“理科”最早是作为一门科目出现在清末的 《奏定学堂章程》里，当时它
主要是指一般的物理、化学知识。到１９１６年颁布 《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
其中关于理科的内容已经包含了有关动物、植物、自然现象及人体生理卫生
等方面的知识，但仍沿用 “理科”这一名称。直至１９２３年 《新学制小学课程
纲要》颁布，才将 “理科”改为 “自然”。而１９３２年 《小学课程标准总纲》
的颁布，将社会、自然、卫生三科在初级小学合并为 “常识”一科， “常识”
才作为课程名称在小学课程设置中正式出现。这些课程名称的变化，反映了
近代中国人对科学课程理解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普通中小学科学课
程大致包括了算学和自然科学两类。前者主要包括了近代西方数学教育的几
大框架，以及结合中国实际在小学开设的珠算。而后者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
涵盖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矿物学、地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其内涵较之
前有所拓展和延伸。
任鸿隽在１９３９年６月发表 《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一文，对科学教育的

内容有较为明确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教育内容应该包括三种，前两种是学校
里的科学教育：“第一种是普通理科教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
这些是基本科学知识，每个学生，无论学政治、经济、文学、美术、史地、
哲学，都应该学习的。尤其是中小学的理科教程，必须认真教授。”① “第二种
是技术科目。这里包括农、工、医、水产、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
门学校，以及医院所设之护士学校等言。……其他如工、矿、农、水产等，
和医学一般，皆为科学教育之主要内容，非但不可片刻中断，并要随时尽可
能加以扩充。”② 在专门学校里，培育专门人才的技术科目也是科学教育的内
容。第三种是 “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因而，任鸿隽把科学教育的内容归

①

②

任鸿隽．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教育通讯．１９３９；（２）：２２
任鸿隽．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教育通讯．１９３９；（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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